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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的乡村社会治理
*1

王继平 张晶宇

(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先后根据《县组织法》和《县各级组织纲要》，对乡村基层政权进行建置，对

县以下乡村基层政权实行自治。但由于晚清以来尤其是民国初年以来乡村政权的混乱和失序，加之抗战的战争环境，

各级乡村政权虽然逐步建立，但乡村自治始终未达至预设目标，乡村自治的效果差强人意，甚至在薛岳主政湖南后

以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充任乡、保长，使得湖南乡镇、保甲基层政权具有“准军事”的色彩。与此同时，在乡村

建设方面，湖南地方当局推行了农业改良、农村合作事业、乡村教育以及改良水利设施、普及乡村卫生等工作，使

乡村面貌发生某些变化，但由于对高度集中的地权缺乏根本的治理，加之战时的困窘，民国时期湖南乡村社会治理

效果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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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于乡村治理，经历了《县组织法》和新县制两个时期，期间有一个废区并乡的改革。整体上来

说，国民政府在大陆 22年，一直处于战争的环境，包括国共战争、国民党各派混战和抗日战争，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在向现

代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因此其乡治虽在制度设计、推进的层面比较全面，但因为环境诸因素，取得的实效也是有限的。湖

南在国民政府前期部分地区处于共产党根据地区域，抗战时期又是中日拉锯地区之一，因而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有所进展，但

效果并不显著。

一 国民政府时期湖南乡村基层政权

1928 年 9 月，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随后又颁布《县组织法施行法》《县自治法》和《修正县组织法》，接着，又

先后颁布了《乡镇自治施行法》(1929 年 9 月 18 日)、《乡镇公民宣誓登记规则》(1929 年 12 月 20 日)、《乡镇间邻选举暂行

规则》(1930 年 2 月 25 日)、《乡镇自治施行法》(1930 年 7 月 7 日)、《乡镇坊自治职员选举及罢免法》(1930 年 7 月 19 日)

等自治法规，从而构筑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乡村自治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为:县以下的组织为区、乡、镇、闾、邻，乡、镇居民

以 5 户为邻，设邻长 1人；5 邻为闾，设闾长 1人。邻长、闾长由本邻闾居民会议选举，选定后由乡长、镇长报区公所转县政府

备案。在乡镇编制上，“凡县内百户以上之村庄地方为乡，其不满百户者得联合各村庄编为一乡；百户以上之街市地方为镇，

其不满百户者编入乡。但因地方习惯或受地势限制及有其他特殊情形之地方，虽不满百户，亦得成为乡镇。乡镇均不得超过千

户。”“乡镇居民以二十五户为闾，五户为邻，但一地方因地势或其他情形而户数不足时，仍依县政府之划定成为闾邻”
[1]
。

乡镇公所办理事项的范围:(1)户口调查及人事登记事项；(2)土地调查事项；(3)道路、桥梁、公园及一切公共土木工程建

筑修理事项；(4)教育及其他文化事项；(5)保卫事项；(6)国民体育事项；(7)卫生疗养事项；(8)水利事项；(9)森林培植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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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事项；(10)农工商业改良及保护事项；(11)粮食储备及调节事项；(12)垦牧渔猎保护及取缔事项；(13)合作社组织及指导事

项；(14)风俗改良事项；(15)育幼养老济贫救灾等设备事项；(16)公营业事项；(17)自治公约拟定事项；(18)财政收支及公款

公产管理事项；(19)预算决算编造事项；(20)县政府委办或其他依法赋与应办事项
[2]
。

国民政府希望在 6 年之内完成地方自治，但效果并不理想。1932 年 12 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讨

论县政与地方自治改革问题，会议通过了《地方行政改进方案》《地方自治改革方案》等议案，对现有自治法规进行了修改，

并决定在苏、粤、冀、鲁、浙、豫、滇、桂、湘、绥远、黔等 11 省设立县政实验区，对县级政府组织和乡村自治制度进行实验。

1934 年 2 月，内政部又公布了《改进地方自治原则》；3 月，公布了《各省县市地方自治改进办法大纲》和《改进地方自治原

则要点之解释》；5月，又公布了《修正改进地方自治原则要点之解释》。

可见，在制度设计上，国民政府对于乡村自治还是费了不少心思。但是，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和日本侵华战争脚步的加快，

这套制度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各地实施情况不一，即使在江浙地区，到全面抗战爆发，也没有完成。1935 年冬天举行的国

民党“五大”不得不承认其推行的地方自治乃“因循敷衍、奉行故事、徒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地方自治变成了“土劣

自治”
[3]
。

在南京政府成立前的 1927 年 2 月，湖南省政府就公布《区乡自治条例》，规定区乡自治区域，以国家行政区域之县划分区，

区以下划分乡，由区乡自治筹备委员会按照各县之地形、习惯及便利条件划定。乡民会议由全体乡民组成，按《条例》规定，

凡中华民国国民，居住本自治区域以内者，即为本自治区域之住民。住民不论男女，年满 15 岁以上，经自治机关决定，无下列

各项之一者，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1)反对革命者；(2)土豪；(3)劣绅；(4)买办阶级；(5)盗匪；(6)曾任官吏有贪

污实据者；(7)吸食鸦片者；(8)有精神病者；(9)受革命政府刑事上之宣告，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乡民会议选举乡务委员会委

员 5人，候补委员 3 人，任期 6 个月。分为常务、文书、财务、公断、公安各 1人。区民会议由乡民代表组成，在区民会议闭

会期间，以区民会议选举之区务委员会为执行机关。组成区民会议的乡民代表之产生，按区域选举:300 人以下的乡，每乡选代

表 1 人；300～500 人的乡，每乡选代表 2 人；500 人以上之乡，每增 500 人者则多选代表 1 人，但至多不得超过 5人。团体选

区，依下列分配数额选举代表:国民党区党部 5人；区农民协会 5人；商民协会 2人；工会 2人；学生会 2人；教职员联络会 2

人；妇女联合会 3 人；经区民会议认可之其他团体，亦得派代表 1～2人。区民会议选举区务委员会委员 7～11 人，任期 1年。

区务委员互选常务兼文书、财务、公安、公断、民政、学务、民食、建设各 1 人
[4]
。

《县组织法》颁布后，湖南省成立地方自治筹备处，各县成立自治分处，协助县政府筹备区乡自治。1931 年，湖南省民政

厅根据各县在划区中出现不顾地域、人口、财赋而多划区数的情况，制定限制办法:一等县限划 4～10区；二等县限划 4～8 区；

三等县限划 4～6区。至年底，全省共划 489 区
[5]
。1932 年，民政厅按照新划之区，组设区务公所，拟定区乡自治分期实施办法:

第一期，委任区长、成立区公所、制定区临时公约、筹备调解委员会；第二期，编划乡镇、成立国民讲堂、制定区公约、成立

区调解委员会，整理义勇队及教育、财政等项；第三期，委定乡镇长、成立乡镇公所、编划闾邻组织、完成户口调查、召集临

时乡镇民大会。因当时省、县财政支绌，多数县的区公所没有组建，乡镇区域没有划定
[6]
。1933 年省政府决定，先以长沙、岳

阳、邵阳、湘阴、湘潭、湘乡、醴陵、宁乡、益阳、浏阳、平江、衡阳、衡山、常德等 14 县，提前举办地方自治。是年 6月，

各县区公所相继成立，先行试点的县则开始了乡镇的划分，正当全省编划乡镇区域，划定闾邻组织之时，国民政府行政院于 1934

年 12 月下令举办保甲，故此停编。

根据国民政府举办保甲的规定，湖南省政府制定了《湖南省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湖南省各县清查户口编组保甲须知》

和湖南省清查户口编组保甲限期表等，提交湖南省政府委员会第五二三次常会通过，1935 年 1 月 1 日在全省施行。规定:县以下

设区，区以下设乡镇，乡镇以下为保，保以下为甲；如各县团地方情形特殊，需划编直属于县的乡镇者，得由县长呈经省政府

核准。直属乡镇的地位相当于区，但编制仍为保甲。乡镇坊长和保甲长资格主要是:(1)年龄须在 25 岁以上、45 岁以下；(2)身

体强健，能耐劳苦；(3)品行端正，无不良嗜好；(4)在当地居住满 2 年以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充任乡镇坊保甲长:(1)

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受徒刑之宣告者；(2)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3)曾为“赤匪”胁从，虽准悔过自新，尚在察看管束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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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7]
。甲长由本甲内户长过半数同意推定，区公所加委，报县政府备案；保长由本保的甲长过半数同意推定，县政府加委；乡镇

坊长在保甲未编以前，由县长临时委定，保甲编组后，由本乡镇坊内的保长过半数同意推选，县政府加委，报省府备案。后又

规定乡镇坊保长由推选制改为委派制，并须经过登记和训练方能委任。此次编组保甲工作，原定 1935 年完成，实际至 1936 年

结束。在编组保甲的同时，以户为单位，编订门牌，以甲为单位，办理联保连坐切结，制定保甲公约，汇造户口另册。编入户

口另册者:(1)“匪共”之“自首”、“自新”分子尚未监视期满者；(2)吸食鸦片虽已领照尚未戒绝者；(3)恃牌赌为生者；(4)

其他行为不法者
[8]
。

为了贯彻 1938 年 3 月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制订的《抗战建国纲领》，完成地方自治，准备实施宪政，国民政府于 1939

年 9 月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在国统区实施新县制建设。

湖南为新县制试点省，作为当时的后方基地，湖南对抗战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时任省主席为张治中对新县制试点非常重

视，在其任内，主要做了新县制实行的准备工作:

“一、提高县长职权，充实县政府的组织，使县一级能成为三级政府制度中坚强之一级。

二、废止区公所，使县组织愈益简单灵活，并实施督导员制，巡回督导各乡镇保甲人员推行政令办理自治，‘一面为政府

公务人员，负推行政令之责；一面为人民代表者，有生聚教训疏通民意之权’。

三、扩并乡镇区域，规定保甲户编组以十进，十保至五十保为乡镇，斟酌山川形势、经济状况、交通情形及人民习惯等，

加以扩并，使直隶于县。扩并后之乡镇，设乡镇长一人或二人，办理规定之职责。

四、在县府设置技术辅导团，包括教育、农林、工矿、卫生等类性质之辅导员，深入乡村，计划并辅导乡镇保甲，办理及

改良各种生产技术事业。同时，更设置政训员、军训人员、妇女训练员等，负各种训练之责，使乡村得以接受科学与近代政治

精神之洗礼。

将乡镇保甲实务加以扩充，除一般执行政令推进自治之事项外，确定以‘办理民众组训’‘组织抗日自卫队’‘辅助军警

搜捕盗匪’等为中心任务。以军事、政治、教育之连锁实施，树立管教养卫合一的基础。

在基层组织中，高度的发展民主性，以树立全民政治基础。规定乡镇民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保民大会每月举行一次。

同时制定乡保民众集体组织实施办法，除规定各乡镇公所应延致本乡公正士绅及其有专长之人士组设评议会，计划并策动各乡

镇内一切地方事业外；并规定应就本乡镇内人名之年龄、性别、职业及各种社会活动、娱乐，分别组织各种团体。如属于年龄、

性别者，有耆老会，壮丁团，少年团，儿童团，妇女会等；如属于职业者，有农会、工会、商会、教育研究会及其他自由职业

团体；如属于社会事业者，有林业公会、保路工会、修筑堤委员会、慈善会等；如属于娱乐者，有国术、戏剧、音乐等组织。

使每一人都有参加一种或多种组织的机会，加强其团结，形成一种新气象。”
[9]

在张治中的主持下，湖南省府“以行政干部学校为保姆，分批造就试行新县制所需要的干部人员”
[10]

。地方行政干部学校

在半年时间内，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基础，先后培训 3000 余人充任各县市干部人员。第一期结业后分派各地，更换县长 33 名和

大批乡镇长；第二期结业后派赴各地，又更换了 25 县县长和乡镇长。至此，全省 75 县从县城到乡镇，均进行了人事调整，除

更换县长外，全省 3000 多个乡镇，35000 余保，30%为原任乡、保长，30%为地方绅士，40%为青年学生。随后，张治中接着进行

了撤区并乡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基层政权。同时，组织儿童团、妇女会、农会、商会、工会、教育会等群众组织，在全省呈

现出活跃的社会气象
[11]
。

1939 年 12 月，湖南省政府召开全省扩大行政会议，决定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推行新县制。1940 年 5 月，召集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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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各机关主管人员，及第一期实施新县制各县长参加的实施新县制筹划会议，成立县各级组织纲要研究会，审查各项规章，

制订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计划。6月，湖南省政府委员会第 117 次常会，通过有关办事细则和组织规程。“新县制”的主要内容

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以下为乡(镇)，乡(镇)内的编制为保甲，各乡(镇)及保均按人口、经济、文化、交通等状况分为甲、

乙、丙三等；县设县政府，置县长 1 人，县政府废局设科，乡镇设乡镇公所，置乡(镇)长 1 人，副职 1～2人；县设县参议会，

保设保民大会，由每户出席 1 人组成；乡(镇)长兼国民兵团乡(镇)队长和乡(镇)中心学校校长，等等。湖南实施新县制分三期

进行，第一期为长沙等 21 县，自 194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第二期为浏阳等 25 县，自 194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余岳阳等 29

县，自 1942 年 1 月 1日起实施，怀化县自 1943 年 1 月成立之日起实施
[12]
。

省政府在部署实施新县制的同时，整编保甲，清查户口，以利新县制的推行。按照“《湖南省各县政府办事细则》《湖南

省各县乡镇自治实施方案》《湖南省实施新县制各县乡镇公所组织规程》《湖南省各县乡镇公所办事通则》《湖南省实施新县

制各县保办公处组织规程》《湖南省各县设置县政府县政指导员暂行办法草案》等方案”
[13]
。明确乡镇的划分按照各乡镇人口、

经济、文化、交通等状况及其所辖保数的多少，划分为甲、乙、丙三等，所辖各保中，甲等保超过半数的乡镇为甲等乡镇；所

辖各保中，甲、乙等保数量合计超过半数或者有三分之二为乙等保的乡镇为乙等乡镇；不符合甲、乙等乡镇规定的为丙等乡镇，

各乡镇公所按规定分为民政、警卫、经济、文化等项，分别设置四股。1941 年 3 月止，全省共编为 1609 乡镇，2．01 万余保，

18．93万余甲，有 531．8 万余户，2803．14 万余人
[14]
。

到 1941 年底，全省乡(镇)保甲调整为:甲等乡(镇)数 550 个，占总数的 34．2%；乙等乡(镇)数 788 个，占 49%；丙等乡(镇)

数 271 个，占 16.8%。甲等保有 7649 个，占总数的 37．9%；乙等保有 9341 个，占 46．25%；丙等保 2506 个，占总数的 12．4%；

未列等的 640 个，占总数的 3．45%
[15]
。

1943 年，湖南省政府重新颁布《湖南省乡(镇)公所组织规程》《湖南省乡(镇)公所办事规则》和《湖南省乡(镇)务会议规

则》，对乡(镇)划分作进一步调整，并按各乡(镇)人口、经济、文化、交通状况及其所辖保数之多寡制订出标准，乡镇重新划

分后，湖南全省共计乡镇数 1609 个，比 1941 年增加了 11 个；保有 20407 个，比 1941 年减少了 11 个；甲 301149 个，比 1941

年增加了 12159 个；户有 5452611 户，比 1941 年增加了 193774 户；人口数 28156923 人，比 1941 年增加了 63948 人
[16]
。

乡镇公所建制，每乡镇设乡镇长 1人，副乡镇长 1～2人，其余工作员役依乡镇等级配备:甲等乡镇设事务员 2 人，户籍员 1

人，户籍警 2 人，公丁 2人；乙等乡镇设事务员 2 人，户籍员 1人，户籍警 2人，公丁 1人；丙等乡镇设事务员 1人，户籍员 1

人，户籍警 2 人，公丁 1 人
[17]
。嗣后，根据《湖南省各县调整乡镇组织法》规定，甲等乡镇，设乡镇长 1 人，副乡镇长 1人，

干事 4 人，事务员兼书记 1人，乡(镇)丁 3 人；乙、丙等乡镇，设乡镇长 1 人，副乡镇长 1 人，干事 3 人，乡(镇)丁 2 人。各

乡镇均指定干事 1 人专办户籍，其他干事的具体业务，由乡镇长斟酌调度
[18]
。

至此，湖南省完成了新县制下的乡镇体制调整。

抗战胜利后，1945 年 10 月，湖南省政府令饬抗日作战区域的乡镇，归复原有建制。如因推行政令有所不便，需扩并改等的，

分别予以调整。并对地区辽阔、县治偏于一隅之县，酌设区署，每县以两区为限，以收指挥监督之效。是年 12月 7日，省政府

委员会第十四次常会通过《湖南省各县调整乡镇组织法》《湖南省各县市整编保甲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各县市推行保甲规约

办法》。各县乡镇区域原辖 1000～2000 户者较为普遍，其人力财力都较薄弱，实难推进乡镇自治事业的发展。乡镇单位太多，

则维护机构的费用较大，以各县当时的微薄财力，不但不能办成事业，就是维护机构的经费也不足。因此，各县乡保非法摊派

之风盛行，控告贪污的案件迭出。为节省经费开支，充实县库财力，各县再次扩并乡镇、减少乡保单位
[19]
。据 1946 年 10 月统

计，扩并后的乡镇保甲户口数为:乡镇 1558 个，保 20515 个，甲 264540 个，户 4778559，口 28171117 人
[20]
。

二 国民政府时期湖南乡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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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 22 年，在乡村治理方面，应当说是从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结构的方向迈进，效果也确实有所改善。

然而，战争的频仍，内政的纷争，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地权变更问题的停滞不为，使其乡村治理步履艰难。

1928 年 9 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确定在全国县、区、乡(镇)推行地方自治。随后又颁布了《区自治施行法》

《乡镇自治施行法》《限期实行乡村自治案》《乡镇间邻选举暂行规则》《乡镇坊自治职员选举及罢免法》等关于区乡(镇)自

治的法规。强调:“地方自治，为训政实施之基础，而乡村自治，又为地方自治之造端，乡村自治不良，则县自治无由美备”
[21]
。

《县组织法》实行的是县以下区、乡(镇)两级自治。根据规定，自治区、乡各级行政组织具有现代行政组织的意义，改变了千

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行政权力结构。

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各省应于 1930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划分县的自治区域，但据内政部 5 地方自治改革方案 6 报告，至

1931 年底，全国己划定自治区、委任区长者，只有很少的几个省份。就湖南而言，据 1931 年出版的《湖南省政治年鉴》记载:1930

年 3 月开始划分自治区域，至 7 月各县呈报“自治区划均系依照内政部颁发各县区划办法编划完竣”，但在接下来的编订自治

乡镇、筹措自治经费的工作中，则“因匪共批猖、库帑奇绌”“区公所仍在规划组织中”
[22]
。至于自治经费的筹措，“湘省于

1928 年设立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并于各县设立分处，其经费系就各县田赋附加，至 18 年各县自治筹备分处结束后，其附加之

经费多未停征，”“各县奉到筹备自治经费明令后，多以此项继续征收之附加，移作将来区公所经费者。”1931 年 2 月，按照

全国内政会议的要求，湖南省民政厅、财政厅在 1931 年预算 15 万元作为各县区公所补助费。关于自治人员的训练，湖南省地

方自治筹备处附设自治训练所，分自治、警卫、测量、统计各班进行培训，其中警卫、自治两班于 1928 年上期毕业，分配到各

县协助县政府办理自治。因地方自治筹备处经费困难停办，未结业之测量、统计两班并入湖南大学继续训练；同时，区长训练

所、行政人员训练所，则经费列入 1931 年预算，“均在筹划开办中”
[23]
。

各省筹办地方自治延缓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湖南省停顿的原因有二:一是“灾祸频仍”，二是“匪共批猖”。“边远县份

共匪猖獗，近省县份亦时遭散匪窜扰，社会秩序大受影响，以致自治要政，不易依法循序推进”，所以“未能如限完成”
[24]

。

就全国而言，国民政府虽然推进地方自治的决心似乎很大，但实际推行还是困难重重。首先，就当时国情而言，乡村地区文化

落后，人民文盲众多，直接的选举的确难以实施；而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又过于整齐划一，并未考虑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

的差异，故当时就有人评论说，这种地方自治设计，“竟欲以严密统一之程序与方式施与各种情形不同之地域与人民，方柄圆

凿，岂能相容?削足适履，顾此失彼，……绝无实效之可言”
[25]
。从根本原因来看，乃在于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目的，

对于异己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排斥，希图通过对权力体系的安排实现自己的目的。从实际运作情况看，各地方派系

对此也以消极的态度对抗，据统计，至 1931 年底，全国己划定自治区、委任区长者，只有苏、浙、皖、冀、黔、察等 7省；赣、

湘、豫、鲁、辽、闽、热、青等 8省“部分尚未完成”；鄂、甘、吉、黑等 4 省“已经办理尚未报核”；而滇、桂、蜀、宁等 4

省为“未能举办者”；粤、晋、新三省则“根本不上报
”[26]

。这种情况真实反映了 20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实际政治版图。即使办

理的，其效果也差强人意，自治机关或变为官方机构，“纯变为下级行政机关，负传达公文及征发之任，于本身之责任，几于

渺不相涉，故有时观其步骤虽甚合，考其实质则全非，驯至人民因办理自治而负担日重，怨望日增”
[27]
；或为地方劣绅所把握，

推行“新县制”之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就对当时湖南的乡治发表看法说，“今日乡村之空虚凋敝，基层政治之黑暗腐败，

殆已登峰造极”，致使“正义不能存于天壤之间”“小人弹冠相庆”
[28]
，必须加以改造。

或许由于办理的不畅，或者是国民党为了强化其统治，1932 年内政部会议提出了《重新制定县区镇自治法规，区或乡镇以

下实行保甲制度案》，倡导以保甲制度取代区乡(镇)自治制度。1934 年国民政府又先后公布了《各省县市和地方自治改进办法

大纲》《改进地方自治原则要点之解释》和《改进地方自治原则》等法规，至此，国民政府《县组织法》框架下的地方自治日

趋官治化，逐渐偏离地方自治之旨趣
[29]
。但在推行新县制后就任的乡镇人员，并非完全由选举产生，即使如此，“所谓‘新政’

人员，仍不过是一些在野的旧官吏、绅士及大部现职的乡保长”
[30]
，全省 3000 多个乡镇，3．8万多保长中，60%为原任乡、保

长、当地士绅
[31]
。

抗战爆发后，鉴于战时体制改革的需要，也由于《县组织法》实施以来乡村政治的弊端丛生，为人诟病，国民政府决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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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新县制”。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改进县以下党政机构之实施案》，4月初，《县各级组织纲要》、《县

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议决通过、送国民政府公布，规定:“本纲要施行后，各项

法令与本纲要抵触之部份，暂行停止适用。”1939 年 6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了宪政计划委员会。同年 9 月 19 日，国民政府

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内政部又先后拟定和颁行了《县保甲户口编查办法》《乡镇造产办法》《乡镇民代表会议事规则》

《乡镇保应办事项》《乡镇财产保管委员会章程》《乡镇民代表选举条例》《县参议员及乡镇民代表候选人考试暂行条例》等

与乡镇自治相关的法规。“新县制”下的又一轮地方自治开始推行。

1940 年 6 月，湖南省政府第 117 次常会决议实施新县制，并通过相关乡镇自治的实施细则，但主要的工作在乡镇的划分，

而乡镇自治进展缓慢。到 1940 年底，保甲户口调查工作“或因逼近战区，或因抗战影响”，衡阳、湘潭、邵阳、武冈、长沙、

晃县、芷江等 7 县尚未办理完善，而岳阳、临湘两县则因长沙会战的原因，延缓实施
[32]
。在乡镇保长的选任方面，依照湖南全

省第一次行政会议决议，各县县长必要时可以遴选委派乡镇长，主要是选用 1938 年以来经过登记训练的乡镇长合格者 2266 人、

保长训练合格者 30603 人
[33]
。由于民众对于乡镇长和保长的诉控较多，1943 年，湖南省政府又办法规定，要求各县任用乡镇长

和保长时，应以本乡镇人为原则
[34]
。尽管如此，乡村自治的效果还是差强人意。1944 年 11 月，内政部发函，要求各省报送乡镇

民意机关设立及选举情况，从各省回报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乡镇代表会，还是保民大会，在各省办理时间和程度不一样。只有

浙江省在 1943 年经行政院核查已基本完成，河南省只在内乡、邓县试办乡镇长选举。其他各省因为没有成立代表会，无法进行

乡镇长选举，基本上仍然采取遴选的办法，由县政府任命乡镇长，或由训练合格者中派充。至于保民大会，也只有浙江省、陕

西省等基本完成，并由保民大会选举保甲长，其他省份或只在试点县完成，或尚未召开
[35]

。湖南乡(镇)民代表会大部分是在抗

战胜利以后才召开的，例如湘乡县于 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2 月奉命成立各级民意机构，办理区域和职业团体选举。保由保民

大会选出正副保长、乡民代表，乡镇由乡民代表选出正副乡长和县参议员。全县 50个乡镇 798 个保，每保安 4倍以上选拟乡民

代表 8 人，正副保长 8 人，每乡按 4 倍选拟县参议员 8 人，正副乡长 8 人，然后再册报县政府，经组织资格审查委员会确定并

公布候选人，交由各乡保选举。共选举出正副保长 798 人，乡民代表及候补代表 1596 人，各乡镇选出正副乡镇长、乡民代表会

主席各 50 人，同时选出了县参议员和候补参议员，各乡镇民代表会议也相继制定了保甲公约。但到 1948 年 9 月，乡镇长停止

民选
[36]
。湖南各县市也仅召开了一次保民大会和乡镇代表会。

按照制度设计，乡镇民代表会和保民大会有选举和罢免乡镇长和保长以及决定乡镇和保内重要事情的职权，但实际上远非

如此。第一，新县制在对基层的法理规定上，明确乡既是法人又是自治团体，新县制在扩大县政府机构的同时，却“给予乡镇

小编制，并将后者列入县财政预算，取消了它的独立财政地位”。这直接造成了“国家基层政权机构和自治机构合为一体”
[37]
；

而 1941 年 10 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加强新县制之推行以完成地方“自治”议案》，对乡镇组织更是规定它为“执行政令之最小

单位，保甲为组成乡镇之细胞，保长甲长负协助乡镇长推行政令之责，乡镇公所为执行政令之最后机关，而非承转机关”
[38]

。

这就严重地削弱了它的自治功能，强化了它的行政执行职能。

战争的环境，使得召开基础民意机关会议十分困难。1939 年 9 月到 1944 年 8 月期间，湖南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战场，

日寇先后发动了 4次大规模进攻长沙和衡阳的战役，湖南处于严峻的战争环境中，以各县参议会成立来看，1938 年省临时参议

会建立后，省政府 1941 年 8 月颁布《县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例》《县参议员选举条例》，要求各县酝酿、筹备各县市临时参议会，

经积极筹备，各县、市临时参议会于 1944 年分两批成立。第一批(6月以前成立的)，计有长沙市、衡阳市、衡阳、湘潭、醴陵、

衡山、耒阳、郴县、常德、澧县、益阳、安化、邵阳、武冈、零陵、祁阳、沅陵、溆浦、会同、洪江、浏阳、茶陵、乾城(今吉

首)等 23 个县市；第二批限于 12 月底成立，因受战事影响，仅城步、桂东、资兴、辰溪、大庸、通道、岳阳、临澧、凤凰、汝

城、靖县、石门、道县、兰山、嘉禾、永明(今江永)、江华、临武、晃县(今新晃)等 19 个县按时成立。到抗战胜利后的 1945

年底全省各县市才建立了临时参议会
[39]

。因此，基层乡镇代表会议或保民大会的召开，也不能够完全地召开，在大多数乡村，

基本上是由官方指定的人员担任乡镇、保长，特别是 1939 年，薛岳主政湖南后以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充任乡、保长，使得湖

南乡镇、保甲基层政权具有“准军事”的色彩
[40]
。

三 国民政府时期湖南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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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建立以来，面临农村凋敝的严重情况，就主观意愿来看，国民政府对于复兴农村是非常重视的。1933 年 5 月行政

院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成为农村复兴工作的重要指导机构，对农村经济的复兴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其推动下，国民政府

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农村的法令、政策，相关机构和学者也对农村现状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调查，各地也加强了对农村的指导，

因而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问题。民国时期，封建土地关系继续存在，地权向少数地主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据统计，20 世

纪 30 年代，占人口 3．5%～4%的地主占有土地的 32%～50%，6%～7%的富农占有 18%～25%，19．6%～22%的中农占有 15%～23%，

68%～70．5%的贫雇农仅占 17%～20%
[41]
。而且这种趋势不断地在加剧，自 1927 年到 1937 年，全国自耕农比例下降了 3%，佃农

上升了 2%，半自耕农上升了 1%，到 1947 年，佃农占到全部农户的 33%
[42]
。湖南的情况也与全国相同，甚至在南方地区更为突出。

在湖南，仅湘潭、宁乡、益阳、湘乡、安化、湘阴 7县的调查，占农村总户数 11%的大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 51%，加上有耕地

20亩以上的小地主，总共占有耕地的 65%以上
[43]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 70%，中农占 20%，地主和富农占 10%。

10%的贫农至，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

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 20%。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生活的，如手

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 50%。”
[44]

地权的高度集中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国民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农村日益严重的土地问题，也曾经颁布了《佃农

保护法》《土地法》《租佃暂行条例》等一系列土地法规，试图缓和乡村租佃矛盾，促进农村的复兴。1927 年 5 月公布的《佃

农保护法》规定，地主向佃农收租的租额不得超过收获量的 40%，1930 年 6 月颁布的《土地法》将地租率降到 37．5%，并对土

地税的征收办法及土地改良等作了规定。这一法令对于减轻佃农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土地法实施细则》

直到 1936 年才颁布，第二年又因全面抗战而搁置，其作用并不明显。此外，国民政府有鉴于农村高利贷严重和小农户经营的分

散，还先后颁布了《农业金融制度实施计划》《修正农业金融制度及实施方案》和《合作法》，以加强农村金融组织和农贷工

作，促进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

湖南省依据国民政府的法令，也颁布了相应的实施规定，如《湖南省限制私有耕地面积最高额实施办法》《湖南省限制私

有耕地面积最高额实施办法草案补充说明》《湖南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组设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办法、规定，试图振兴农村经济。

例如《湖南省限制私有耕地面积最高额实施办法》规定
[45]
:

本省私有耕地面积每户以上等 30 市亩或中等 50 市亩或下等 77 市亩为最高额，其兼有各等耕地者比例折算之；

每户人口超过 10 人者按前项标准增加十分之一，但以共同生活者为限，雇工不得计算在内；

寺庙祠堂所有耕地面积最高之限额同每一祠堂以一户论其人口，不得按其族聚合并计算；

每户保有之耕地得自由选择之。

私有耕地面积超过本办法第二条之规定者其超过部分应于本办法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出卖与现耕佃农或雇农，但以自耕为

限。

出卖超额耕地之地价最高不得超过现租额之 7 倍，承买人得分年平均交付，最长不逾 10 年。

作为《土地法》的实施办法，《湖南省限制私有耕地面积最高额实施办法》不为不是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耕者有其田”

的途径，但其实施细则《湖南省限制私有耕地面积最高额实施办法草案补充说明》直到 1949 年才颁布。因此，无论是国民政府

还是地方政府，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解决农村地区集中，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国民革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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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合作事业、加强农村信贷以及兴修水利、发展农村教育等方面，国民政府还是推进了一些工作
[46]
。

农业方面，注意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1940 年 6 月以前，湖南县级农业技术机构仅有农业、林业专员办事处。从 6 月

开始，湖南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级组织纲要及县政府各级组织关系图，规定各县分 3 期设立农林场，业务上受省农业

改进所指导。县农林场主要办理农村科技事宜，注重推广及示范工作。每场设农务、林务两科。场长由县政府遴选，省建设厅

委任。1941 年，湖南省成立农林场的县有 43 个，即醴陵、益阳、邵阳、衡山、衡阳、澧县、会同、耒阳、安化、常德、湘潭、

芷江、祁阳、永顺、武冈、湘乡、零陵、溆浦、郴县、平江、龙山、桂阳、沅江、茶陵、新化、攸县、资兴、大庸、长沙、靖

县、乾城、桃源、晃县、临澧、黔阳、东安、南县、道县、嘉禾、浏阳、汉寿、沅陵、辰溪
[47]

。未设农林场的县，一律设农业

指导员，负责推进督导工作。1942 年 7 月，湖南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县农业推广所组织大纲》令各县成立农业

推广所，全省 75 县，除岳阳、临湘、怀化三县外，其余 72 县市都设立了农业推广所
[48]

。同时广泛建立农会，由农业推广所辅

导农民建立乡农会，据统计，到 1943 年 9 月，包括湖南在内的 16 个省份，共建立了乡镇农会 9198 处，基层会员 2206443 人
[49]
。

农会在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方面发挥了推动作用。

加强农业合作社建设，推动农贷事业的发展。由于农村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农民用于发展农业的资金困难，基于此，国

民政府倡导发展农业合作社。湖南省自 1935 年在建设厅设立合作事业委员会，指导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据 1942 年底统计，全

省共有合作社 15869 个，预备社及互助社 1108 个，联合社 27 个，共计 17004 个，社员 1104930 人，已缴股金 9439612 元
[50]

。

其中信用合作社在 1940 年 8 月达到 8848 个
[51]
。信用合作社较之于传统贷款中间商有服务优、利息低的特点，深受农民欢迎，

到 1942 年 6 月底，湖南各合作社的贷款总数为 55793943 元
[52]
，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的发展。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提倡垦荒，兴修水利。1938 年张治中主湘以后，颁布了《湖南省强制垦殖荒地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对无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有很大的刺激，故湖南垦荒成绩。据统计，1938～1944 年，湖南全省垦荒 145．15万亩，增产稻

谷 223．48 万担
[53]

。与此同时，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湖南省政府颁布了《修建塘坝暂行规定》和《整理塘坝实施办法》，

推动全省的水利建设。仅 1939 年春，“全省各地修筑塘 667 个，面积 76742 方丈，灌溉农田 122767 亩；修筑坝 590 个，面积

10476 方丈，灌溉面积 1306409 亩。”
[54]

大力提倡种植经济作物。桐油、棉花和茶叶历来是湖南重要的经济作物，为改善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湖南省鼓励和

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仅 1940 年 3～10 月，全省 72个县植桐面积为 1805519834 亩，共植桐树 6279839 株
[55]
。棉花种植，到 1944

年，全省种植面积突破 130 万亩
[56]

。自 1938 年国民政府实施茶叶统制政策以后，湖南茶叶产量大幅度增加，仅安化县在 1939

年，产量达到 34474 市担，价值 194 万元
[57]
。

在乡村国民教育方面，也获得了发展。湖南省政府于 1940 年 6 月颁布了《湖南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纲要》《湖南省各县

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实施办法》等法规，要求各县在 5年内完成设校规划和实施国民教育的计划。“据 1941 年上半年统

计，全省 1609 个乡镇，只有 18 个乡镇未设立中心学校，已完成 90．3%；全省 20318 保，除 1050 保未设国民学校外，已完成

95%。”
[58]
至 1945 年，“全省有小学 32089 所，在校学生为 2167961，教职工人数达 78895 人。”

[59]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和动乱状态，因此其乡村治理和建设的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在湖南，20 世纪 20 年代

末到 30 年代初苏维埃运动的勃兴，30 年代末开始的湖南成为抗战正面战场以及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
[60]
，也对民国时期湖南乡村

的治理造成外部的压力。但总的来说，民国时期湖南乡村社会治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具有其比较明显的特点。

民国时期湖南的乡治与其他省份一样，处在由传统的“绅治”向现代乡村治理的过渡阶段。因此，民国时期湖南乡村治理

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乡村纳入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体系之中，在乡镇普遍建立了行政机构，不论其自治程度如何，或者带有

浓厚的官治色彩，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它改变了几千年来传统乡村社会的“绅治”结构，为乡村社会的现代发展提供了

政治的支撑。其次，民国时期湖南乡村社会的治理，开启了乡村公共事业的现代转型。传统社会中，乡村教育、道路修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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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建设，乃至社会赡养、救济等等，一般都由乡绅倡议，宗族、祠堂、乡社承担，民国时期则由国家权力机构组织，通过行政

层级实施，乡民参与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前提的(包括以工代赈或充作工役)，这就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乡村的公共事业。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权力结构向乡村的延伸，对乡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对乡民从“皇民”到公民的身份转变具有深刻的意义，

此乃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体现。

注释：

[1]徐秀丽:《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31－132 页。

[2]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41－142 页。

[3]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20 页。

[4]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民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5]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民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6]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民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7]《自治保甲讲授纲要》，第 25 页。

[8]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民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9]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6－187 页。

[10]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7 页。

[11]宋裴夫等著:《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7 页。

[12]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政府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13]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通鉴》，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20—621 页。

[14]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政务志》，民政，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15]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通鉴》，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39 页。

[16]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政府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17]《自治保甲讲授纲要》37～38页。

[18]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政务志》，民政，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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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政务志》，民政，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20]内政部统计处编:《各省市乡镇保甲户口统计》，民国史料丛刊，第 684 册，大象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1 页。

[21]内政部第一期民政会议秘书处编:《内政部第一期民政会议纪要(1929 年)》，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三编，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25 页。

[22]《湖南省政治年鉴》(1930)，“十九年民政概况”，《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第 982 册，第 79—80 页。

[23]《湖南省政治年鉴》(1930)，“十九年民政概况”，《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第 982 册，第 80 页。

[24]《湖南省政治年鉴》(1930)，“十九年民政概况”，《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第 982 册，第 80 页。

[25]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书店 1991 年版，第 74 页。

[26]《全国内政会议特刊》，第一号，载《中央日报》，1932 年 12 月 10 日，第二张，第四版，上海书店出版社、江苏古

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 册。

[27]秦谈:《地方自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35 年版，第 24 一 25 页。

[28]湖南《大公报》，1938 年 5 月 30 日。

[29]参见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10 一 211 页。

[30]《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第 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54 页。

[31]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7 页。

[32]《湖南省政府工作实施报告(1940 年)》，民国史料丛刊(第 126 册)，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1 页。

[33]《湖南省政府工作实施报告(1940 年)》，民国史料丛刊(第 126 册)，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2 页。

[34]《湖南省政府三十二年七至九月份工作报告》，民国史料丛刊(第 126 册)，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0 页。

[35]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第 2 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6—248 页。

[36]湘乡县志编纂委员会:《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20 页。

[37]阮毅成:《地方自治与新县制》，台湾联经 1978 年，第 10－13 页。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辑)》，《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3 页。

[39]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党派群团志”，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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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新县制时期湖南民众参与政治，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战时湖南民意机关主要是省临时参议会和

乡镇民会议、保民大会和户长会议发挥较大作用，县参议会大多成立于 1944 年以后，正常开展活动在战后，所以时发挥的作用

不大；其二，参政层次从形式上讲已延伸至每家每户；其三，为实行地方自治，基层政权已经有了初步的民主政治气氛，湖南

民众的民主意识有所增强。但还需发掘史料来进一步了解湖南乡镇民众参与乡镇、保甲的选举的状况。参见梅美《抗日时期湖

南新县制研究》(硕士论文，湘潭大学，2014 年)。

[41]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3 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6 页。

[42]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第 3 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7 页。

[43]黄星轺《旧长沙府属之佃租关系》引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统计，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7 年版。

[44]《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20－21 页。

[45]《湖南省限制私有耕地面积最高额实施办法》，民国史料丛刊，第 126 册，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0 页。

[46]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47]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农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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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据统计，1928 年至 1949 年，湖南大约每两年一次旱灾，其中 1928 年至 1946 年共有 296 个县受灾，最严重的是 1928、

1929、1934 和 1945 年，受灾县数分别为 48、52、69、54 个。至于水灾，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只是受灾的面积有大小之分。参

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